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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改革是减贫战略实施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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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的话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执政理念，把民生
工作和社会治理工作作为社会建设的两大根本任务，高度重视、大力推进，改革发展成果正更多

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在推进社会建设过程中，脱贫攻坚是一块短板，其成效如何也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出社会建设的水平。准确判断当前贫困形势及深层原因，才能科学开出药方。本文认为，

我国贫困人口群体的数量、构成及贫困程度，与社会经济结构问题有关。解决结构原因产生的贫

困问题，如果主要使用转移支付的手段，既不公正，也无效率。未来一个时期，关键是要通过结

构调整，针对“贫困发生模式”因地制宜地采取不同的脱贫措施。 
    贫困可分为“发展停滞型贫困”“结构失调型贫困”与“病灾诱致型贫困”三类 
    一般地说，贫困是指人们衣食住行在没有得到政府或公共机构给予帮助之前而存在的窘迫、
困顿的现象。从发生原因的角度分析，可将贫困分为三个类别，分别是前工业文明之下的普遍贫

困、工业文明时代的局部贫困以及个人禀赋或“运气”引起的“随机发生”的贫困。这三种贫困

可以分别简称为“发展停滞型贫困”“结构失调型贫困”与“病灾诱致型贫困”。这三类贫困发生

的程度均与资源环境、技术进步水平及基本社会制度有关，但不同的贫困类型受这几种主要原因

影响的程度不同。 
    “发展停滞型贫困”主要是指前工业文明时期的贫困类型，主要有这样几个特征：其一，人
们大部分劳作只能够满足衣食之需，过着一种简单的生活。少数富人实际上是军事领袖及其门客、

随从等，他们与其他人的关系是一种强制关系。其二，人们基本上没有财富积累，短时期的衣食

丰盛很快会被人口增加所抵消。其三，在人们结成的最小社会单位里，无论在经济领域里还是社

会领域里，均存在高强度的非市场、非货币的互惠往来与超经济强制，传统习俗与伦理道德对一

个人的压力非常沉重，很少有人敢于突破这样的熟人社会所固有的清规戒律。其四，人们的熟人

生活圈子终其一生基本没有变化，人们退出这样的圈子非常困难。这种压力会实实在在地附着于

某些强势人物身上，大部分人要向他们俯首示弱。其五，贫穷为常态的情况下，性别歧视也成了

常态，女人总体上依附于男人。技术落后是前工业文明时期贫穷的主要原因，恶政、信仰迷失、

战争、灾害等会加剧这种贫困。产权变革引起的现代工业兴起、政治专业化、民主化剥夺军事领

袖的专权、城市化改变农村人地比例、农业效率提高等，使这个普遍贫困时代得以结束。 
    “结构失调型贫困”是与基本社会制度有关的贫困类型。实际上，不平衡是经济发展的常态。
即使一个国家已经有先进的工业、发达的城市，但劳动生产率低下的地区与行业仍可能存在，相

关居民仍可能贫穷。如果存在系统性的公共政策失误，这种贫困的程度会很高。 
    例如，前工业文明会留下一个一般的“人地比例”遗产，比较适合人类居住的每平方公里 30
至 50个家庭，每个家庭平均约 30至 50亩土地。失去这种平衡，可能发生大规模的移民或战争。
工业进步导致农业技术装备水平提高以后，每平方公里的人口承载力可以提高到 100个家庭左右，
条件是城市吸收大量人口。在这个条件下，农村的人地比例会极大改善，每个农村家庭可以耕作

的农地大幅度提高，其中生产谷物的家庭可以有数十公顷土地。这个时候，农村的穷人可以很少，

穷人主要在城市。 
    但如果因为公共政策缺陷，一个国家会产生区域经济与行业经济的过度不平衡，上述人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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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调整会遇到阻力。我国的“二元结构”便是一个典型现象。因为曾经限制人口迁徙，中国农业

劳动生产率显著低于城市工业部门，农民的有效工作日显著少于城市部门，形成就业不充分。这

是中国农村贫困的主要原因。 
    由这种结构性原因导致的贫困，主要应依靠结构改革加以消除。在非农就业规模不断扩大基
础上推进城市化，为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务工、定居提供方便，调整城市劳资关系等，是消除结

构性贫困的主要办法。 
    “病灾诱致型贫困”主要是指因个人禀赋及“运气”问题，有可能使一个人或一个家庭陷入
贫困。严格地说，病灾引起的贫困也主要不能怪“运气”。生活习俗不良、知识缺乏，很容易招

惹病灾上身。通常，先天或后天身心病残会使一个成年人失去基本劳动能力。但有些病灾的发生

有一定的偶然性，故与“运气”有关。发展中国家这种类型的贫困发生率会明显高于发达国家。

发达的医疗服务、商业保险服务会降低这种贫困的发生率。除去商业保险、遗传病预防等办法，

解决这一类贫困还需要国民收入再分配，但再分配的办法不一定一味地靠货币转移支付，还要广

泛发展社会救助、特殊教育普及等。 
    靠结构转变解决“结构失调型贫困”是今后减贫战略实施的重点 
    目前，中国已经是一个工业化国家，主要贫困类别是后两种。如果按平均数计算，中国人均
GDP超过 5万元人民币。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我国全国人均收入达到 1万美元，已经是一个发达
经济体。但是，与欧美及东亚发达经济体比较，我国区域发展与行业发展严重不平衡。 
    如果我国农村部门达到城市部门的 GDP 产出效率，且实现人口进一步由农村流向城市，那
么动态地看，我国 GDP 总量可能达到 200 万亿元人民币之上。在这个过程中，大量贫困现象可
以消除，且农村贫困会转变为城市的前述第三类贫困，这将导致脱贫战略发生一个大规模的调整。

换言之，解决第二类贫困，要靠结构转变，而不能靠国民收入再分配。这是今后减贫战略实施的

重点。 
    我国城市化率要达到 65%，需要 10年时间。中国要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城市化率应达到 80%
左右，需要更长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会逐步发生人口结构的变化，贫困人口将逐步进入城市，

农村将主要由专业农户与一部分“逆城市化”人口组成，他们应该是富裕人口。 
    从我国农村发展的既往实践看，农村脱贫工作的根本性办法是改革脱贫、发展脱贫，精准脱
贫应该是改革脱贫、发展脱贫的工作策略。农村贫困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农户不能充分就业，其背

后则有体制、基础设施、技术和教育等多重原因。解决这些方面的问题，需要加快城乡一体化发

展进程，在农村建立合理的人地比例关系，让留在农村的居民进入现代社会分工体系，使其成为

有效率、实现充分就业的职业农民。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统筹考虑区域性发展问题，统筹考虑

一个村庄内部的所有居民，而不能单单是其中的贫困户。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认识，对贫困户的“瞄

准”无论多么精准，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其脱贫问题。 
    生存条件差的地区向城市移民。我国农村普遍存在人地比例关系不良问题，农村人口向城市
转移是长期趋势。如果把不适宜人类生存地区的农户迁移至其他农村地区，势必加剧接纳移民地

区人地比例关系的紧张。如果我们能将 1000万符合条件的农村人口迁移至城市，5年之内平均每
年需要完成的移民任务不过 200 万人，不到我国现有实际农村人口转移的 1/7。自然条件恶劣地
区还可以留守一部分人口，转为环境保护的职业雇员或兼职雇员。两项相加，这类贫困人口的出

路就不会有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是解放生产力的需要，也是人的解放的需要。从现实经济结构看，实现这个目
标必须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且必须以城市化引领城乡一体化发展。在国家工业化基础已经奠定

以后，城市的布局、城市规模的等级梯度以及城市功能的增量调整，要将农村现代化作为首要约

束条件。惟其如此，中国的城市化才能体现人本主义原则要求。 


